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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创新创业是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是缓解中国严峻就业形势的重要途径，对于经济正处于转型

升级中的中国至关重要。研究创业行为对其效用的影响是理解个体创业选择行为动机的关键，对如何激

发高质量的创业活动是十分必要的。本文运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相关数据，对创业决策

与创业回报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第一，关于创业决策对创业回报的影响，创业决策能

够提升工作收入、工作满意度，但会降低生活满意度，与健康程度无显著相关性；第二，创业决策对创
业回报的影响在不同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的人群中存在异质性；第三，经过内生性处理

和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果仍然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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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s an inexhaustible driving force to promote national 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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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 important way to alleviate the severe employment situation in China, and is cru-
cial for China, whose economy is undergoing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Studying the impact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on its utility is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the motivation of individual 
entrepreneurial choice behavior, and is very necessary for how to stimulate high-quality entre-
preneurial activities. This paper mak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epre-
neurial decision-making and entrepreneurial returns using the relevant data from the 2018 China 
Family Tracking Survey (CFPS).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First, regarding the impact of entrepre-
neurial decision-making on entrepreneurial returns, entrepreneurial decision-making can improve 
work income and job satisfaction, but it will reduce life satisfaction, and has no significant correla-
tion with health. Secondly, the impact of entrepreneurial decision-making on entrepreneurial re-
turns is heterogeneous among people of different gender, age, education level and marital status. 
Thirdly, the above results are still valid after endogenous treatment and robustness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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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明确指出，要“完善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保障制度”。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

创业是缓解我国当前严峻就业形势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在我国这片创新热土上，掀起了“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浪潮。2018 年国务院提出的《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意见》，

将对创业活动的扶持重点从“量”向“质”转变，以更好地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促进市

场活力、提升社会创造力[1]。而研究创业行为对其效用的影响是理解个体创业选择行为动机的关键，对

如何激发高质量的创业活动是十分必要的。 
学术界对于创业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主要集中在创业者的个体层面、家庭财富、以及社会外部环

境等方面进行讨论。个体层面比如创业者自身的能力[2]、对金融知识的掌握[3]、对风险的不同偏好[4]
等；家庭的财富水平[5]，社会外部环境的条件，比如房价[6]、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和对不同创业群体的歧

视[7]。但目前针对我国创业群体的研究还不够完善，尤其是对于创业回报的研究还比较少。 
与此同时，伴随着“双创”转型升级的背后则是创业动机的改变，从早期的生存型创业越来越多地

转变为追求成就感和自我价值实现的成就型创业和价值型创业。人们之所以选择创业一方面是因为相较

于就业，创业可能会带来更多的货币回报，增加收入[8]；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追求个人成就，更注重创

业带来的非货币回报，如获得更高的工作和生活满意度[9]。由此，判定创业成功与否不再仅通过企业绩

效等财务指标还应包括一些非经济指标，例如工作关系、个人成就等，从多维度综合评判创业到底带来

了什么。 
基于此，本文选取创业者为研究对象，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实证角度研究创业决

策与创业回报的关系，希望能深入了解创业者在创业回报中的得与失，故本文尝试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创业者能否获得比就业者更高的收入？创业者的生活质量是否更高？不同特征人群是否存在差异？这不

仅有助于丰富我国情境下创业相关研究，而且能为激活创业群体创业活力，提升高质量双创提供支持。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wer.2022.114047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施祺，邱洁威 
 

 

DOI: 10.12677/wer.2022.114047 423 世界经济探索 
 

2. 文献回顾 

自从 2014 年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战略后，“创业”一词进入大众的视野，引起学者的讨

论与探索。已有创业决策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创业决策的影响因素，即前因变量上，而对于创业决策的结

果，即结果变量涉及较少。目前关于创业的结果变量研究，可分为社会、家庭和个人三个层面。对于社

会而言，创业能推动经济发展[10]，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带动就业[11]。对于家庭而言，有研究表明家

庭创业会增进家庭幸福感[12]；对于个人而言，创业似乎是把双刃剑，既能带来负面影响也能带来回报。

有研究表明创业会给创业者带来休息时间不够、学习时间减少、更大的工作压力、还会增强创业者对社

会的不信任感等负面影响[13] [14]。本文主要研究创业决策在个人层面的结果变量，即个人创业回报。 
长期以来，创业回报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话题。但作为一个宽泛的研究范畴，创业回报尚

未有明确的界定。已有文献对创业回报的研究主要基于货币回报和非货币回报的角度分别进行讨论。学

者们最早关注到创业带来的货币回报。传统研究一般会从理性经济人假设出发，认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

劳动者会权衡不同就业状态的成本和收益，选择能够实现个人净收益最大的就业状态，因此个人在面临

创业选择时，唯有创业活动相对于工资性工作能够给自己带来溢价收入时，才会做出创业抉择[15]。目前

已有众多学者研究表明创业会带来更高的货币回报[16] [17]，但是收入的不确定性也随之增加[18]。然而，

也有实证研究发现创业不会提高个体的货币性收入[19]。总之，关于创业是否会获得超额收入，学界目前

仍然众说纷纭，有学者将上述富有争议的经验证据称为“创业回报之谜”[20]。显然，就创业是否会带来

超额货币回报而言，学界尚无明确共识，创业者的收入情况可能不仅受到当地经济发展情况、社会发展

阶段、政策等诸多外部环境因素影响，还会受到个人教育经历、创业前工作经历、个性等许多个人因素

影响，难以得出统一的结论。 
随着人们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的变化，大量实证反例表明个人在进入劳动力市场时选择

“创业”而非“就业”并不一定有利可图，这似乎与理性人假设相冲突。为了解释这一困境，学者们将

目光转向了货币收入之外，认为在创业回报中，不仅货币回报也有非货币回报。已有研究对于创业带来

的非货币回报主要集中在工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与幸福感、健康程度三个方面。研究普遍认为创业者

往往会有更高的工作满意度[21]。相比就业者，创业可以使创业者更能体会到工作的意义、更灵活的工作

时间[19]、更多的工作自主性、独立性[20]和任务多样性等[22]。有学者发现创业者不仅拥有更高的工作

满意度，生活满意度也更高[9]。不过随着创业活动的推进，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的上升趋势将逐渐减缓

[23]。也有学者持有不同观点，认为创业者的工作–家庭冲突水平更高，生活满意度更低[24]，这可能是

不同的创业动机导致的，机会导向动机的创业者会提升幸福感，而盈利导向动机的创业者会降低幸福感

[25]。另外，随着健康理念的普及，学界也开始关注创业者的健康程度，认为创业者会遭遇更大的压力，高

强度的工作和较大的风险责任会对生理与心理的健康状况造成较大影响[26]，甚至会由此产生退出行为[27]。 
通过以上文献回顾可以发现目前关于创业决策和创业行为的影响因素等问题近年来也获得了学界的

关注，关于创业回报的研究结果众说纷纭，并且遗憾的是，对于创业者个体选择创业带来的综合性货币

和非货币创业回报的研究则鲜少问津。基于此，本文试图从货币回报和非货币回报两个视角探讨创业者

创业回报的得与失，兼顾创业带来的经济效益和个人成就。 

3. 研究设计 

3.1. 模型设定 

3.1.1. OLS 估计 

( )1,0i iiiY entrep X єα γ β= + + +                                (1) 

https://doi.org/10.12677/wer.2022.114047


施祺，邱洁威 
 

 

DOI: 10.12677/wer.2022.114047 424 世界经济探索 
 

根据(1)式，因变量 Yi 为第 i 个受访者获得的货币回报；entrepi 为第 i 个受访者的创业决策，是取值

为 0 和 1 的二元变量；自变量 Xi 为一组影响创业回报的控制变量(包括个人特征层面，家庭背景层面，家

庭经济状况层面)；α和 γ为待估参数，β为待估参数的向量，єi 为随机扰动项。 

3.1.2. 有序 Probit 模型 
关于非货币回报的衡量，在 CFPS 问卷中工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健康程度均采用 0~5 分量表，

属于有序离散变量，若运用普通的 OLS 回归，会将排序视为基数来处理，可能影响估计的准确性[28]。
鉴于此，本文主要采用文献中广泛使用的有序 Probit 模型进行估计，以获得更加稳健的结果。 

假定有可以代表被解释变量 Yi 的潜变量 Yi
*，而潜变量的决定方式如下： 

( )* 1,0i ii iY entrep X єτ βη= + + +                                (2) 

(2)式中，Yi
*表示不可观测的第 i 个受访者的非货币回报(即工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和健康程度)，entrepi

表示第 i 个受访者的创业决策，是取值为 0 和 1 的二元变量；自变量 Xi 为一组影响创业回报的控制变量(包
括个人特征层面，家庭背景层面，家庭经济状况层面)；τ和 η为待估参数，β为待估参数的向量，єi 为随

机扰动项。 
由于潜变量无法观测得到，本文采用受访者𝑖𝑖对工作、生活满意度和健康程度的评价来表示，并按 1~5

取值分别表示从不满意或不健康到非常满意或非常健康，依此类推。具体如下式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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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式中，−∞ < r1 < r2 < r3 < r4 < ∞表示满意度或健康程度次序的切点，均为需要估计的参数。受访者在

Yi 上的分类取决于 Yi
*的值是否跨过某个切点，落在哪个区间。可度量的 Yi 落在各区间的概率为： 

( ) ( )*
1i j i jP Y j P r Y r−= = ≤   

( )1j i i j iP r X r Xβ β−= − ≤ ≤ −′ ′                               (4) 

( ) ( )1j i j iF r X F r Xβ β−
′= − − − ′  

式(4)中， 2| ~ (0, ),1 5ii X N jє σ ≤ ≤ 。把可度量的代理变量𝑌𝑌𝑖𝑖作为被解释变量，通过有序 Probit 模型，最大

化似然函数(MLE)： 

( ) ( )ij 1
1 1

Ln
n J

j i j i
i j

LnL Y r X r Xβ β−
= =

 = Φ − −Φ − 
′


′∑∑                        (5) 

3.2.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提供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8 年截

面数据。CFPS 是一项全国性、大规模、多学科的社会跟踪调查数据，通过持续跟踪收集个体、家庭、社

区三个微观层次，包括经济活动、教育成果、家庭关系与家庭动态、人口迁移、健康等在内的多维度的

相关数据，2018 调查涵盖了我国的 31 个省、市和自治区。 
出于对劳动人群有效性的考虑，本文根据以往文献数据处理的通例，将目标样本的年龄限制在 16 至

https://doi.org/10.12677/wer.2022.114047


施祺，邱洁威 
 

 

DOI: 10.12677/wer.2022.114047 425 世界经济探索 
 

65 周岁之间，并对样本数据进行了清理和筛选，剔除“拒绝回答”、“不知道”和“不适用”等无效数

据。同时，将样本限制为主要工作类型为创业者和工资获得者，排除失业、务农及无法识别就业信息等

并未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情况。 

3.3. 变量的选择与处理 

3.3.1. 被解释变量 
创业回报通常可分为货币回报和非货币回报，从客观收入回报和主观感受两个维度对创业回报进行

刻画。 
对于货币回报，由于创业一般而言均被认为是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经营活动，因此本文以创业

者的个人收入作为衡量指标，并将个人的年总收入取对数作为研究的被解释变量。同时，对于创业者而

言，往往具备多种收入来源，具体来自创业活动的收入情况尚需严格核算方能厘清，而小规模创业者(如
自雇、个体户等)大多无法提供精确信息，本文依照已有的典型研究，对存在个人收入缺失值的个体(私营)
经营者创业收入采用了净收益数据作为被解释变量[29]。此外，为了尽量减少数据不准确带来的偏误，本

文还剔除了年收入 100 元以下的极端失常收入数据。 
对于非货币回报，根据既有创业回报研究对非货币回报的指标衡量，并结合 CFPS 问卷，本文对创

业的非货币回报包括工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和健康程度三个维度。首先，关于工作满意度(work-satis)
和生活满意度(life-satis)，分别选取问卷中调查题目 G406 和 N12012，以五分量表的形式从 1 (很不满意)
至 5 (非常满意)获得有序变量。其次，关于健康程度(health)，选取问卷中的调查题目 P201，为统一处理

并方便理解，本文对该项指标进行了正向调整，调整后的赋值为 1 (不健康)、2 (一般)、3 (比较健康)、4 (很
健康)、5 (非常健康)。 

3.3.2. 核心解释变量 
创业决策(entrep)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表示个体的就业状态，如果个体是创业状态则该虚拟变量

为 1，否则为 0。是否创业主要参考个人的就业性质是自雇还是受雇，本文对创业的定义较为广泛，不仅

包括私营企业创业，也包括个体工商户。本文以 CFPS 问卷中的相关问项为，“您这份工作是为自己/自
家干活还是受雇于他人/他家/组织/单位/公司”，来区分个体是否属于创业者，其中删除了自家农业生产

经营和农业打工样本。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研究样本仅包括创业者和就业者两类在受访时有工作的人，

而不包括由于创业失败或其他原因而失业或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 

3.3.3. 控制变量 
根据前文回顾的有关创业回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本文参考已有研究，将以下可能影响到创业回报

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并按其性质分为个人特征、家庭社会背景、家庭经济状况三个层面[30] [31]。 
第一，个人特征。已有国内外研究已能广泛证明年龄(age)、性别(gender)、婚姻状况(marrige)等人口

统计学特征对创业回报产生较大影响，本文将这些变量均列入控制变量范畴。其中，为了控制个体年龄

的非线性影响，考察年龄是否与创业回报存在 U 型关系，本文同时加入年龄的二次项作为控制变量。同

时，考虑到中国国情特征，本文还添加了受教育年限(eduyears)、户口状况(hukou)和是否党员(party)作为

控制变量。 
第二，家庭社会背景。对家庭社会背景的研究一般从家庭所在地、家庭规模和家庭可动用的社会网

络等层面进行刻画，本文由此选取了家庭规模(familysize)、家庭社会网络(social-network)、家庭所在地区

(region)三个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其中，依据已有研究，家庭社会网络很大程度上可以用家庭人情礼金支出

金额作为衡量指标，因此本文将家庭人情礼支出金额取对数作为衡量家庭社会网络的控制变量[32] [33]。 

https://doi.org/10.12677/wer.2022.114047


施祺，邱洁威 
 

 

DOI: 10.12677/wer.2022.114047 426 世界经济探索 
 

第三，家庭经济状况。物质和金钱资源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作为对创业的支撑性因素，属于客观评价

指标。出于家庭实际可供支配资源的考虑，家庭净资产相较于家庭总资产更能反映家庭对创业所能提供

的支撑程度，同时，综合考虑净资产和负债情况能更好地衡量家庭的财务结构和健康情况。因此，本文

分别选取家庭净资产(lnnet-asset)和家庭负债(lndebts)作为家庭经济状况的衡量指标，并分别取对数作为测

度家庭经济状况的控制变量。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main variables 
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全样本 创业人群 就业人群 

N mean sd min max N mean sd N mean sd 

lnincome 11,687 10.27 0.955 4.615 14.22 1220 10.415 1.108 10,467 10.253 0.934 

work-satis 19,319 3.606 0.961 1 5 2233 3.697 0.917 17,086 3.594 0.966 

life-satis 19,223 3.961 0.969 1 5 2231 3.941 0.917 16,992 3.964 0.976 

health 19,188 3.037 1.19 1 5 2224 3.125 1.130 16,964 3.025 1.197 

entrep 19,355 0.116 0.320 0 1 2242 1 0 17,113 0 0 

age 19,355 43.71 12.38 16 65 2242 41.774 11.121 17,113 43.962 12.508 

age² 19,355 2.064 1.072 256 4.225 2242 1869 948 17,113 2089 1084 

gender 19,355 0.52 0.5 0 1 2242 0.561 0.496 17,113 0.515 0.500 

eduyears 17,496 8.472 4.686 0 23 2061 9.292 3.579 15,435 8.362 4.804 

hukou 19,331 0.233 0.423 0 1 2241 0.273 0.446 17,090 0.227 0.419 

marriage 19,354 0.858 0.349 0 1 2242 0.899 0.302 17,112 0.853 0.354 

party 17,623 0.0116 0.107 0 1 2088 0.006 0.076 15,535 0.012 0.111 

familysize 19,355 4.392 2.034 1 21 2242 4.563 2.152 17,113 4.370 2.017 
social- 

networks 19,159 7.474 2.215 0 11.98 2223 7.723 2.209 16,936 7.441 2.214 

lndebts 19,166 4.398 5.526 0 15.48 2211 4.912 5.771 16,955 4.331 5.490 

lnnet-assets 17,991 12.73 1.297 0 17.74 2060 13.215 1.256 15,931 12.672 1.289 

region 19,337 1.918 0.841 1 3 2241 1.823 0.799 17,096 1.931 0.845 
 

由表 1 中的全样本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的整体收入水平还处于较低水平，且存在较大的收入差距情

况。而从两个分样本来看，创业人群收入略高于就业人群，并且创业人群收入差异更大，集聚效应更明

显。从工作满意度看，我国居民工作满意度普遍较好，并且创业人群的工作满意度高于就业人群，这可

能表明创业人群更容易在工作中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从生活满意度看，居民的生活满意度较好，且较

工作满意度更高。从分样本层面看，创业和就业人群的生活满意度较为接近，且就业人群仅略高于创业

人群。从健康程度上看，居民对健康的自我认知较正向，在分样本层面上创业人群的健康认知略好于就

业人群。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基准回归 

本文首先对创业回报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 2 所示 1。其中，第(1)列对应创业的货币回报，即工

 

 

1通过计算基准回归中各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发现除了年龄与年龄平方变量之外，所有解释变量的VIF都小于2，表明回

归结果不会受到多重共线性问题的干扰。 

https://doi.org/10.12677/wer.2022.114047


施祺，邱洁威 
 

 

DOI: 10.12677/wer.2022.114047 427 世界经济探索 
 

作收入对数，采用 OLS 模型进行估计；第(2)至(4)列对应创业的非货币回报，分别对应工作满意度、生

活满意度、健康程度。由于这三个变量都是有序离散变量，考虑使用有序离散选择模型的估计结果更为

稳健，所以此处采用有序 Probit 模型对非货币回报进行估计。 
 
Table 2. Standard regression results of entrepreneurial returns 
表 2. 创业回报基准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工作收入 工作满意度 生活满意度 健康程度 

模型 OLS 有序 Probit 有序 Probit 有序 Probit 

列编号 (1) (2) (3) (4) 

entrep 0.110*** 0.168*** −0.051* 0.016 

 (3.90) (6.02) (−1.82) (0.60) 

age 0.062*** −0.061*** −0.038*** −0.041*** 

 (10.30) (−10.69) (−6.61) (−7.22) 

age² −0.001*** 0.001*** 0.000*** 0.000*** 

 (−12.26) (11.81) (7.18) (3.52) 

gender 0.403*** −0.040** 0.000 0.220*** 

 (22.23) (−2.22) (0.03) (12.30) 

eduyears 0.037*** −0.012*** −0.029*** 0.006** 

 (13.36) (−4.67) (−11.34) (2.33) 

hukou 0.034 0.064*** 0.015 −0.040* 

 (1.52) (2.66) (0.60) (−1.66) 

marriage 0.091*** 0.014 0.319*** 0.058** 

 (3.16) (0.49) (10.72) (1.98) 

party −0.109 0.274*** 0.122 0.061 

 (−1.31) (2.82) (1.26) (0.64) 

familysize −0.015*** −0.009* 0.008 0.012*** 

 (−3.04) (−1.93) (1.62) (2.68) 

social-networks 0.013*** 0.006 0.010** 0.004 

 (3.26) (1.46) (2.27) (1.03) 

lndebts 0.007*** −0.004*** −0.011*** −0.008*** 

 (3.96) (−2.59) (−6.72) (−4.80) 

lnnet-asset 0.180*** 0.026*** 0.032*** 0.026*** 

 (22.96) (3.33) (4.06) (3.40) 

region −0.071*** 0.045*** −0.020* −0.034*** 

 (−6.07) (3.99) (−1.75) (−3.07) 

Constant 6.309***    

 (40.37)    

Observations 8652 14,645 14,654 14,650 

R-squared/Pseudo R-squared 0.217 0.00814 0.0144 0.0280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统计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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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2 所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创业者收入对数比就业者平均高 11%。仅从收入角度看，

创业是优于就业的，创业是个体的理想就业选择。这与国内研究关于创业能够带来超额收入的结论一致，

相对稳健，因此本文的结论应当是较为有效的。在创业的非货币回报中，选择创业比选择就业的工作满

意度高，但生活满意度略低。而从健康程度上看，创业决策并未显现出较为显著的影响，可能表明创业

与否并未对个人健康程度产生较大影响，也可能是由于健康程度变量是主观感受的自我评价，个人对自

身健康状况的评估在没有大病的情况下通常较为稳定，较少产生波动。 
观察一众控制变量，年龄与工作收入呈倒 U 型关系，而与工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和健康程度呈 U

型关系；男性比女性更能获得更高收入和更好的健康程度，而工作满意度则会更低；受教育程度对收入

和健康程度起积极作用，对工作和生活满意度起消极作用；已婚人士的收入、生活满意度和健康程度均

有更好的表现，这不得不说是对婚姻价值的肯定；家庭资产会对收入、工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和健康

程度均呈现显著正相关，这表明更富裕的家庭确实能使人更为“幸福”；有意思的是，家庭负债与收入

呈正相关，但却与工作、生活满意度和健康程度负相关，这可能表明高负债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获得高

收入的动力，并提高收入水平，但高负债显而易见的也会带来工作、生活上更大的压力，继而会影响到

健康程度。 

4.2. 异质性分析 

对于不同特征的劳动者，选择创业或者就业所得到的回报可能存在差异。为了进一步探讨其中的差

异性，本文将从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婚姻这四个方面进行异质性分析。 

4.2.1. 性别分组 
根据前人已有研究的结论，性别差异在创业决策和创业回报客观存在，本节首先探究不同性别的人

群创业回报的异同，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 
 
Table 3. Regression results grouped by sex 
表 3. 按性别分组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工作收入(lnincome) 工作满意度
(work-satis) 生活满意度(life-satis) 健康程度 

(health) 

分组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列编号 (1) (2) (3) (4) (5) (6) (7) (8) 

entrep 0.295*** −0.041 0.136*** 0.198*** −0.089** −0.018 0.053 −0.012 

 (6.80) (−1.12) (3.32) (5.22) (−2.17) (−0.47) (1.31) (−0.32)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3759 4893 7322 7323 7327 7327 7327 7323 
R-squared/ 

Pseudo R-squared 0.218 0.182 0.00610 0.0107 0.0136 0.0153 0.0297 0.0201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统计水平上显著。 
 

由表 3 中可以看出，选择创业会对女性的工作收入和工作满意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女性生

活满意度则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与总体样本回归时的结论一致。结合前文女性收入显著低于男性收入

的情况，可以认为，女性在职场中收入偏低，而选择创业则更容易使女性收入回归到一个较高水平。而

男性则并不存在或仅存在程度更轻的收入压制情况。有趣的是，对于男性则仅在工作满意度上存在显著

的正向影响，在工作收入、生活满意度和健康程度上则并无显著影响。这可能表明受“男主外，女主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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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传统观念和刻板印象等的影响，女性选择创业会在生活中遭遇更多阻碍，需要克服更大的困难。这或

许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相较于男性，女性创业概率更低的现实情况。而男性则由于传统社会分工的优

势地位，是否选择创业并不会对其家庭分工和生活满意度情况产生显著影响。 

4.2.2. 年龄分组 
不同年龄阶段面对着不同的家庭境遇和事业难题，对工作、生活和健康的平衡与偏好可能有所不同，

这可能导致创业回报存在差异。本文对年龄的划分参照青年、中年、老年的划分标准，分为 16~34 岁，

35~50 岁，51~65 岁三组。表 4 为按年龄分组的回归结果。 
 
Table 4. Regression results grouped by age 
表 4. 按年龄分组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工作收入(lnincome) 工作满意度(work-satis) 

分组 16~34岁 35~50岁 51~65岁 16~34岁 35~50岁 51~65岁 

列编号 (1) (2) (3) (4) (5) (6) 

entrep 0.093* 0.102*** 0.185*** 0.273*** 0.196*** 0.032 

 (1.74) (2.66) (2.86) (5.27) (4.70) (0.58)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3159 3520 1973 4026 5580 5039 
R-squared/ 

Pseudo R-squared 0.146 0.248 0.169 0.00750 0.00522 0.00611 

被解释变量 生活满意度(life-satis) 健康程度(health) 

分组 16~34岁 35~50岁 51~65岁 16~34岁 35~50岁 51~65岁 

列编号 (7) (8) (9) (10) (11) (12) 

entrep −0.080 −0.033 −0.054 −0.040 0.002 0.094* 

 (−1.57) (−0.79) (−0.96) (−0.79) (0.05) (1.73)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4031 5582 5041 4027 5582 5041 
R-squared/ 

Pseudo R-squared 0.0115 0.00818 0.0111 0.00466 0.00746 0.0111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统计水平上显著。 
 

通过回归分析可以看出，按年龄分组后，选择创业对不同年龄段的收入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显著

程度和作用力度呈现随年龄递增的现象。年龄越小越能在市场上获得与自己能力更匹配的收入，选择创

业的必要性越低。从这个角度，更适合创业的应当是具备一定社会经验和工作经验的成熟职场人，而不

应是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创业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程度和作用力度呈现影响随年龄增大而减弱的现象，

越年长则越容易适应并成为传统工作体系的一份子，创业带来的挑战性和新奇性的吸引力会越弱。对

51~65 岁健康程度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而创业对生活满意度则均不显著。对于退休人群而言，当同龄人

面临退休时的忐忑与不适时，创业人群显然可以因仍在“为自己工作”而获得更好的自我认知，并且也

有足够的信心和条件为自己提供更好的医疗照护，因此健康程度会更好。 

4.2.3. 受教育年限分组 
以 9 年制义务教育为分界线，将样本分为了受教育年限小于等于 9 年的和受教育年限大于 9 年的两

类。表 5 为按受教育年限分组回归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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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Regression results grouped by education years 
表 5. 按受教育年限分组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工作收入(lnincome) 工作满意度
(work-satis) 生活满意度(life-satis) 健康程度 

(health) 

分组 ≤9年 >9年 ≤9年 >9年 ≤9年 >9年 ≤9年 >9年 

列编号 (1) (2) (3) (4) (5) (6) (7) (8) 

entrep 0.219*** 0.024 0.164*** 0.182*** −0.057* −0.002 −0.015 0.079* 

 (6.06) (0.56) (4.86) (4.13) (−1.67) (−0.04) (−0.45) (1.83)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5263 4381 10,487 5756 10,492 5760 10,490 5756 
R-squared/ 

Pseudo R-squared 0.174 0.200 0.00919 0.00602 0.00828 0.0142 0.0250 0.0265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统计水平上显著。 
 

通过回归分析可以看出，按受教育年限分组后，选择创业对两组人群工作满意度均存在显著正向影

响，且显著程度和影响强度接近。同时，创业会对受教育年限较低人群的收入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对

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群较难在市场获得自己期望的收入，且更需要牺牲生

活满意度来获得收入和工作满意度上的提升[34]，不过选择创业带来的收入提升效应更为明显且更为有力。

仅从收入角度出发，受教育程度低人群更具备创业的需求和动力。此外，创业则会对教育年限较高人群

的健康程度有显著正向影响。这表明受教育年限高的人群可能并非为了“高收入”的特性选择创业，而

是为了实现自我价值认同，因此健康程度更佳。 

4.2.4. 婚姻分组 
以是否有配偶为依据，将样本分为了有配偶和无配偶两组。表 6 为按婚姻情况分组回归的结果。 

 
Table 6. Regression results grouped by marriage 
表 6. 按婚姻状况分组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工作收入(lnincome) 工作满意度
(work-satis) 生活满意度(life-satis) 健康程度 

(health) 
分组 无配偶 有配偶 无配偶 有配偶 无配偶 有配偶 无配偶 有配偶 

列编号 (1) (2) (3) (4) (5) (6) (7) (8) 

entrep −0.142 0.136*** 0.410*** 0.139*** −0.006 −0.055* −0.079 0.025 

 (−1.43) (4.67) (4.79) (4.71) (−0.07) (−1.86) (−0.94) (0.85)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1604 7048 2156 12,489 2162 12,492 2160 12,490 
R-squared/ 

Pseudo R-squared 0.190 0.232 0.00923 0.00862 0.0166 0.00847 0.0438 0.0240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统计水平上显著。 
 

通过回归分析可以看出，按婚姻情况分组后，选择创业对两组人群工作满意度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且无配偶的正向作用强度更强。同时，创业会对有配偶人群的收入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对生活满意度

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原因可能是有配偶人群更能获得家庭支持，包括但不限于家务分配等家庭内务协调

合作分工以及来自双方原生家庭的支持等，更能全身心投入创业，并获得更高收益。但也更容易面临生

活和工作的平衡问题，并且可能更难处理得当。结合已有研究，有配偶人群往往更需要牺牲生活满意度

来获得收入和工作满意度上的提升，而无配偶人群则较少遇到这样的问题[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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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内生性处理 

尽管基准回归的估计结果显示，受访者的创业决策对创业回报存在显著影响，但模型可能会存在反

向因果和遗漏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工具变量法解决上述问题。 
本文共构造三种工具变量，一种是将关键变量创业决策(entrep)滞后一期，即受访者 2016 年创业决

策(entrep-16)作为工具变量，由此可以消除反向因果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滞后一期的创业决策仍然存

在影响工作满意度的可能性，而滞后一期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会影响创业活动[36]，但不会影响个人工

作满意度，所以对于工作满意度选取 FDI 作为工具变量。另一种是参考周烁等(2020)的做法，选择区县

层面的创业率(ratio-e)，即本区县受访者中的创业人数占该区县受访者总人数的比例作为工具变量[37]。
创业率越高的地域，该地域的创业人数也越多。由此可见，区县创业率会影响劳动者个人的创业决策，

但不会影响个人的创业回报，是一个合适的工具变量。 
需要注意的是，前文采用有序 Probit 模型估计了创业决策对非货币回报的影响，工具变量法并不能

直接运用于排序模型。因此，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有序 Probit (IV Ordered Probit)模型进行估计，来获得更

为稳健的结果。考虑到 Stata 实际操作中没有 IV-Oprobit 指令，本文借鉴使用 Roodman (2011)提出的条件

混合过程(Conditional Mixed Process，简称 CMP)估计方法在 Stata16 中实现对 IV-Oprobit 模型的估计。具

体使用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如表 7 所示。从回归结果看，克服内生性问题后，创业决策仍然对工作收入

和工作满意度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影响系数分别提升了 1.85 倍和 2.75 倍；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相比之

下提升了 2.8 倍；对健康程度依旧不存在显著影响，总体结果与基准回归一致，因而可知本文的结果是

较为稳健的。 
 
Table 7. Estimation results of using instrumental variables 
表 7. 使用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 

模型 
2SLS 
一阶段 

2SLS 
二阶段 

IV-Oprobit 
一阶段 

IV-Oprobit 
二阶段 

IV-Oprobit 
一阶段 

IV-Oprobit 
二阶段 

IV-Oprobit 
一阶段 

IV-Oprobit 
二阶段 

因变量 entrep lnincome entrep work-satis entrep life-satis entrep health 

序列号 (1) (2) (3) (4) (5) (6) (7) (8) 

entrep  0.209***  0.456***  −0.142***  0.003 

  (4.44)  (3.58)  (−3.10)  (0.07) 

ratio-e 0.592***  4.526***  3.521***  3.511***  

 (17.52)  (23.01)  (16.22)  (16.17)  

entrep16 0.533***    1.948***  1.950***  

 (62.03)    (47.88)  (47.95)  

FDI   −0.578**      

   (−2.25)      

atanhrho-12    −0.170**  0.0878***  0.0154 

    (−2.29)  (0.0317)  (0.0310) 

Constant −0.306*** 6.914*** −5.475***  −4.127***  −4.139***  

 (−5.54) (38.81) (−19.04)  (−11.89)  (−11.9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7241 7241 13,268 13,268 13,268 13,268 13,267 13,267 

Ajusted R2 0.407 0.225 1237 1237 3415 3415 3959 3959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统计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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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稳健性检验 

本文通过剔除 25 周岁以下以及 55 周岁以上的样本，保留最易参与创业活动的中青年样本对回归结

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如表 8 所示。 
 
Table 8. Robustness test 
表 8. 稳健性检验 

模型 
2SLS 
一阶段 

2SLS 
二阶段 

IV-Oprobit 
一阶段 

IV-Oprobit 
二阶段 

IV-Oprobit 
一阶段 

IV-Oprobit 
二阶段 

IV-Oprobit 
一阶段 

IV-Oprobit 
二阶段 

因变量 entrep lnincome entrep work-satis entrep life-satis entrep health 

序列号 (1) (2) (3) (4) (5) (6) (7) (8) 

entrep  0.230***  0.415***  −0.163***  −0.018 

  (4.74)  (3.04)  (−3.28)  (−0.37) 

ratio-e 0.584***  4.465***  3.442***  3.435***  

 (15.86)  (20.63)  (14.47)  (14.44)  

entrep16 0.540***    1.964***  1.966***  

 (57.06)    (44.21)  (44.29)  

FDI   −0.581**      

   (−20.3)      

atanhrho-12    −0.135*  0.114***  0.208 

    (−1.69)  (3.26)  (0.72) 

Constant −0.329*** 6.807*** −5.324***  −3.897***  −3.911***  

 (−3.74) (25.33) (−11.67)  (−7.18)  (−7.18)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6040 6040 9823 9823 9823 9823 9822 9822 

Ajusted R2 0.410 0.234 795.8 795.8 2684 2684 2941 2941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统计水平上显著。 
 

由表 8 可见，保留中青年样本后，回归结果与上文相同，都仍然说明了创业决策对工作收入、工作

满意度起到积极作用，但对生活满意度起到消极作用，与健康程度无显著相关性。此外，在创业决策对

工作收入、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路径中，辅助估计参数 atanhrho-12 均显著异于 0，表明工具

变量依然有效，证明更换被解释变量的测度指标后，估计结果依旧稳健可靠。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创业在当前国际形势叠加新冠疫情双重冲击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在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劳动收入、推动就业形式革新等方面发

挥着重要作用。本文运用 2018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创业数据对创业决策与创业回报之间的关系

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从货币回报和非货币回报两个方面，试图探索创业者创业回报的得与失，进

而剖析我国创业群体的创业决策机制和路径。围绕上述内容，本文形成了如下主要结论： 
第一，总体来说，我国居民中，创业群体在收入、工作满意度、受教育年限等方面都有更优异的表

现，且往往也更能从家庭中获得货币和非货币支持。可以初步认为，我国的创业群体的综合条件在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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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中处于较为靠前的位置。 
第二，关于创业决策对创业回报的影响，选择创业能够显著提升收入、工作满意度，但会降低生活

满意度，而与健康程度则无显著相关性。 
第三，不同特征的群体创业决策对创业回报的影响存在差异，具体表现在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

和婚姻状况这四个方面。 
第四，关于工作–家庭冲突对创业决策与创业回报的影响路径，工作–家庭冲突对创业决策与工作

收入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路径中起到中介作用；对创业决策与工作满意度的影响路径中起到遮掩效应。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从多方面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研究表明我国创业群体在整体素质及家庭文化背景等方面优于社会整体。因此，政府的创新

创业政策应当顺应这一特点，更多鼓励技术创业、商业模式创业等新型创业，推出针对高学历、高资产

家庭创业的政策鼓励，如针对科技人才推出创业孵化基地优惠，针对高资产家庭推出创业资金税收减免

优惠等。 
第二，本文证明了选择创业能显著提升收入、工作满意度，但却对生活满意度产生负向效应。结合

工作–家庭冲突对创业决策与工作收入和生活满意度的中介作用，可将缓解工作–家庭冲突作为帮助创

业者解决实际困难的施策方向之一。例如，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关注创业者这一特殊群体需求，在教育、

养老等基本生存领域提供兜底保障。在创业者集中的产业孵化园等规划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养老、

幼托等服务，免除创业者后顾之忧。 
第三，本文还发现创业决策在不同特征的群体中对创业回报的影响存在差异。因此，针对不同群体

应当制定不同的帮扶政策。从政策实行角度，对于男性创业者的扶持政策可以更多着眼于提高工作满意

度，对于女性创业者则更多着眼于提高创业收入和健康程度。如：针对男性创业者可以多邀请其参加社

会公益及市政宣传活动，提供更多配套非货币支持；针对女性创业者则通过税务减免、房租补贴、社保

缓缴等政策提升收入效应，并联合妇联等社会团体为女性创业者提供定期体检、健康咨询等公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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